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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
基础与产业逻辑

∗

宋亦明　 吴泽平

　 　 内容提要：挪威通过大规模的能源开发与出口实现了傲视全球的经济增长，而其他

绝大多数能源出口国则陷入经济增长缓慢的“能源诅咒”。 本文运用以经济现代化、产业

联盟与产权制度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探讨了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逻辑。 研究表明，

挪威属于较早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其各个产业基本以原生型模式自主发展，而

政府并未对石油产业进行大规模干预。 这导致其石油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

相对平衡，并且在石油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 因此，挪威石油产业从未缴纳超额的

税收和外汇以及直接向其他产业提供过度的补贴，影响挪威选举并与政治家进行利益交

换。 这使得挪威有效阻隔了生成“能源诅咒”的主要病理渠道并形成了多元均衡的产业

布局。 得益于此，挪威既能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又能有效缓解能源价格波

动的负面效应，进而实现了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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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找回经济增长的现代化基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能源出口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失衡问题逐渐凸显，业已形成

难以弥合的发展鸿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能源出口国落入经济增长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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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甚至衰退的发展陷阱中，而以挪威为代表的能源出口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实现了长

期、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① 对世界上 ３９ 个主要能源出口国的统计显示，仅有 ６ 个

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增长净值超过了世界平均水

平，其中挪威的增长净值独树一帜，详见图 １。② 如果将能源开发与出口拖累经济增

长、诱发发展陷阱的病理现象称为“能源诅咒”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ｕｒｓｅ）的话，那么显然挪威

图 １　 １９６０—２０２１ 年能源出口国 ＧＤＰ 与人均 ＧＤＰ 增长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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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研究最早的推动者理查德·奥蒂（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ｕｔｙ）曾指出：“新的证据表明，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无
法从有利的禀赋中获益，它们的实际经济表现甚至可能比那些并不富裕的国家还要差。 这种违反直觉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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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能源出口国的判断标准为一国是否长期、实质性、大规模出口能源。 对这三个指标具体的操作参见
宋亦明、邹仪婷：《“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政治分流———基于产权制度的解释》，载《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０ 年
第 ４ 期，第 １１４－１１５ 页。 ３９ 个国家名单及其主要的社会经济数据可参见宋亦明等：“能源丰裕国主要社会经济数
据”，ｈｔｔｐｓ： ／ ／ ｓｙｍ９１５．ｇｉｔｈｕｂ．ｉｏ ／ ｄａｔａ ／ 。 另需说明的是，部分国家的增长净值为负数无法进行对数运算，因而未显示
在图 １ 中。



并未陷入“能源诅咒”的泥淖。 基于此，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挪威有何独特之处

使其有别于其他能源出口国而隔绝“能源诅咒”？① 挪威借助该因素隔绝“能源诅咒”

的逻辑是什么？ 其他能源出口国能否借鉴挪威的经验并通过相应举措缓解或者摆脱

“能源诅咒”？

既有的多项研究也试图揭示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逻辑，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

类为聚焦挪威经济依赖与要素投入的功能性解释。 相应的研究发现，挪威政府实施的

产业关联性政策降低了能源产业的“飞地属性”；高度注重国民教育对冲了能源开发

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通过研发支持等推动非能源产业发展进而最大限度地减缓了

“荷兰病”（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的“去工业化”病症。② 第二类为侧重挪威国家治理与政治

制度的分配性解释。 相应的研究认为，挪威相对发育完善的民主体制提供了其他大多

数能源出口国所不具备的经济发展基础；建立了规范的能源监管制度，避免了寻租和

腐败的大量滋生；通过能源主权财富基金确保能源出口收益实现代际传递而非被当代

的少数个体所分蚀。③ 总体来看，虽然上述研究为理解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逻辑提

供了诸多借鉴，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解释边界无限延展且过分叠加。 这些

研究不仅放大了单一因素对挪威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往往将解释边界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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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所以用“隔绝”而非“缓解”“缓和”“避免”“破除”等词来描述挪威的能源产业开
发与经济增长情况，有两个原因：其一，伴随着能源出口，“能源诅咒”的病理效应必然存在，所以它只能被隔绝，
而不能被避免和破除；其二，缓解及缓和不足以在程度上刻画挪威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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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延展的单个因素逐一罗列，最终导致对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讨论变成罗列促

进经济增长因素的大杂烩。 其二，对挪威经济增长的历史性根源明显忽视。 这些研究

拘泥于探索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直接原因，但对其背后更为根本的因素的讨论则

较为单薄。

实际上，能源出口国能否隔绝“能源诅咒”的问题就是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问

题，而现代化理论对此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作为现代化最重

要的维度，工业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因而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① 沃尔特·罗

斯托（Ｗａｌｔ Ｒｏｓｔｏｗ）等人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是所有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而

无法持续推动工业化的国家很难取得长期和稳健的经济增长。② 据此，能源出口国过

于依赖能源产业、无力持续推动工业化进程是其陷入“能源诅咒”的直接原因。 就经

济增长的形态而言，现代化进程对国家内部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深远

的塑造力，而这种塑造力的产生与否取决于国家何时迈入现代化进程的门槛。③ 据

此，在讨论能源出口国之所以无力调整经济结构、无力推行多元化的产业政策时，研究

者不能也不应回避现代化始点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塑造作用。 总之，现代化的视角是理

解国家发展形态与经济绩效的重要钥匙。④ 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能源出口国能否隔绝

“能源诅咒”，需要在相关分析中“找回经济增长的现代化基础”。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的上述不足，本文在借鉴现代化理论洞见的基础上，搭建以经

济现代化始点为自变量、以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框架进行

阐释。⑤ 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国家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早晚极大地影响了其经济发

展模式。 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往往采取政府直接强力干预经济的“追

赶型”发展模式，有助于在短期内催生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并建立能源领域的国

家产权制度。 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以及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使其能源

产业有能力且必须贡献超额税汇、提供过度补贴、影响选举结果，进而使得政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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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能源产业形成病态的依赖，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形成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

最终会在国内层面拖累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在国际层面放大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

应。 上述影响致使国家陷入“能源诅咒”。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尝试分五个方面探讨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根源及产

业逻辑：第一部分回溯挪威开启经济现代化的条件和进程，大致明确其经济现代化的

始点；第二部分阐述与经济现代化始点伴随而来的能源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

型；第三部分分析能源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的政治效应，并观察挪威是否最

终形成了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第四部分探讨这种产业结构对近年来挪威经济增

长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　 走向现代：挪威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与进程

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有利于挪威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因素先后出现。

第一，挪威的商业船队在 １８ 世纪末期迅速发展，其装载量在 ６０ 年内增加了 ６ 倍，在 １９

世纪中期已成为具备强大远洋运输能力的世界第三大船队。① 发展良好的航运业促

进了挪威初级产品的出口，也帮助挪威从英国进口了大量先进的工业制成品，使其享

受到工业革命的资本和技术红利。 第二，大量外资的流入是挪威快速建立产业基础、

增加国内资本积累的重要初始条件，直接推动了挪威工业部门的发展。 在经济现代化

的初始阶段，外资占挪威全部工业投资的 ３９％。 其中，作为挪威现代工业体系重要基

础的电力工业的外资比例达 ５０％，而矿业和化学工业的外资比例更是高达近 ８０％。②

第三，挪威民众展开了“侯格主义运动” （Ｈａｕｇｉａｎｉｓｍ）、“瑟雷恩运动” （Ｔｈｒａｎｅ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和“农场主的朋友们运动”（Ｆａｒｍｅｒ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等反对路德教官员的温和运动，提

出了具有现代精神的一系列政治诉求。③ 这一方面促进了挪威的宗教自由，推动了大

众教育和社会平等的发展，并努力将其转变为有形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制度；另一方面

也使挪威民众紧密团结，萌发出朴素的民族国家意识和经济自主观念，为经济现代化

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以上有利条件的出现，挪威的经济与社会面貌自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发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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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 首先，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挪威的产业结构逐步完成从以农业为基础到以

工业为基础的过渡。 航运业成为挪威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挪威的商船总吨位已逾

百万，采矿、冶金、造纸和电力产业也在外资的帮助下开始迅速发展。① 在劳动力的产

业分布方面，挪威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由 １８ 世纪的 ７５％左右下降到

１８９０ 年的 ５１％，而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从业人口在 １８９０ 年也超过其全国劳动人口的

２０％。

其次，自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起，挪威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按照不变价格计算，

１８６６ 年至 １８７０ 年间挪威的 ＧＤＰ 增长 １３．７％，人均 ＧＤＰ 增长 １０．６％，与 １８ 世纪到 １９

世纪前期缓慢的 ＧＤＰ 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这五年间的高增速也并非昙花一现，按不

变价格计算，挪威的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在 １８６６ 年后的 ４０ 余年时间内均维持了正增长

态势。② 在人均收入方面，１８７０ 年至 １９１０ 年是挪威的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期，按不变

价格计算，该时段内挪威人均收入增长 ６１％。 尤其是 １８７０ 年至 １８７５ 年间，挪威人均

收入增长 １４％，上升速度远超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③

最后，受益于挪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部门的勃兴，１９ 世纪中期挪威人口和城市化

率的迅速增加。 其一，在人口数量变化方面，１９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是挪威的人口快速

增长期，挪威人口由 １３８ 万增至 １７３ 万。 尤其是 １８５０ 年至 １８６０ 年这 １０ 年间，挪威人

口增长达 ２０ 万。④ 其二，在人口增长率方面，１８１５ 年至 １８６０ 年间挪威的人口出生率

稳定在 ３％以上，死亡率降至 ２％以下，由此保持了 １％以上的人口增长率。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人口增长率更是达到 １．７％的峰值。⑤ 其三，在城市化水平方面，１８６０ 年到

１９１０ 年间挪威的城市化水平由 １５％增至 ２９％，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仅次于丹麦。⑥

产业结构转向以工业为主、经济增速加快以及人口和城市化水平提高都是印证挪

威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多位学者也对挪威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始点进行

了研究。 例如，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史教授 Ｋ．Ｇ．希尔德布兰德（Ｋ．Ｇ．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将斯堪

的纳维亚四国经济现代化的时间框定在 １８５０ 年至 １９１４ 年，认为 １９ 世纪中期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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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生了“经济关系的大转变”。①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伦纳

特·约伯格（Ｌｅｎｎａｒｔ Ｓｊöｂｅｒｇ）根据挪威人均 ＧＤＰ 在 １８７０ 年至 １８７５ 年出现猛增，判断

挪威于 １８７０ 年左右开始了经济现代化进程。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名誉教授伊万·

贝伦德（Ｉｖａｎ Ｂｅｒｅｎｄ）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末发生了轻微的经济转型，但直至 １８７０ 年才实质性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

进程。③ 在参考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挪威在产业结构、经济增速和人口

变化上的上述数据，推断出挪威开启经济现代化的始点约为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 因此，

挪威属于第二波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显然是较早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先发

国家，④对后来形成的石油产业联盟形态与石油产权制度类型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

三　 挪威的石油产业联盟形态与石油产权制度类型

自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后，挪威通过百余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坚

实的工业基础。⑤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挪威石油产业走上蓬勃发展之路。 挪威政府

制定了允许分配许可证的石油开发体制，组织外国石油公司对近海大陆架展开石油勘

探活动，英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等跨国石油公司承担了

大部分的勘探任务。⑥ １９６８ 年至 １９６９ 年，科德（Ｃｏｄ）油田和艾考费斯克（Ｅｋｏｆｉｓｋ）油

田相继被发现，而后者在 １９７１ 年的正式投产则标志着挪威迈入石油经济时代。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出于削减外国石油公司控制权和发展本国石油开采技术的需要，挪威政府

颁布了“石油十诫”（ｔｈｅ Ｔｅｎ Ｏｉ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建立了国家石油公司（Ｓｔａｔｏｉｌ）、挪威

石油局以及以石油和能源部为主导的石油管理体制，通过暂时的国家指导帮助石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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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探索总体发展方向。① 挪威政府一方面对新的石油开发许可证颁发进行限制，另一

方面也要求外国石油公司向挪威企业和公共部门传授石油开采技术，逐步推进石油开

采的“挪威化”进程，以便挪威石油产业快速步入私人产权制度下企业自主经营的发

展阶段。② 目前，虽然挪威的石油产量仅占全球的 ２％，但却是欧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

气生产国，数十年来为欧洲提供了持续且稳定的能源供应。③ ２０２１ 年，挪威石油产量

达 ９．３８ 亿吨，占欧洲石油日产量的 ５８．５５％。④

值得注意的是，挪威石油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后，政府很快减少了对石油产业的

直接介入，取而代之的是授予能源企业充分的自主经营权。 其主要原因有四点：首先，

挪威较早地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因而其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呈现出戴维·阿普特

（Ｄａｖｉｄ Ａｐｔｅｒ）所说的协调体系的特征，有利于私人企业的发展和私人产权制度的形

成。⑤ 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挪威于 １８１４ 年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后于 １８８４ 年建立议

会制和内阁制，形成了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挪威逐

渐走向多党联合执政的道路，并产生了具有强大政策影响力的众多利益集团，逐步建

立了致力于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与政治制度相适应，挪威建立

了较为典型的混合经济制度，强调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减少以行政干预方式

进行的经济调控。 挪威的政治经济体制呈现出平等和理性的色彩，基本符合协调体系

的特征。 这有利于通过地方的创新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建立私人或公私合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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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特指出，经济现代化始点较早的国家在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后尤其需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
由此建立了向社会提供更多信息的“协调体系”；相反，经济现代化始点较晚的国家迫切需要整合社会力量以实
现经济增长，因而更关注获得权威的问题，进而选择建立更容易压制社会的“动员体系”。 详见［美］戴维·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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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企业，进而形成私人产权制度。

其次，挪威较早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因而其资本要素较为丰裕，保证私人商

业团体筹集到足够的资本进行石油开发。 挪威的手工业和造纸、金属冶炼等工业发展

基础良好，为石油开发积累了相对充分的剩余资本。 拜罗克的人均工业化指数显示，

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即成为资本充裕国家，且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① １９６９

年，挪威私人商业团体控制了所有实际资本要素的 ６１％。② １９７２ 年，挪威私人商业团

体筹建了萨嘎（Ｓａｇａ）石油公司，该公司产值仅次于 Ｓｔａｔｏｉｌ 和海德鲁公司（Ｈｙｄｒｏ），排

名第三。 除国内资本外，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私人资本也对挪威石油产业发展提供了

融资支持。 １９６５ 年挪威政府颁发首轮海上勘探许可证时，外国石油公司就持有 ９１％

的份额。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挪威凭借丰富的石油储量和透明的监

管制度成为跨国石油公司的新宠。 此外，挪威于 １９９４ 年签署了“欧洲经济区”（ＥＥＡ）

协定，更为深入地参与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这极大地便利外国资本流入挪威，使

其本国石油产业无须完全依赖政府资金进行生产和投资。

再次，由于较早开启了经济现代化，挪威已经形成较为均衡的产业结构和基本稳

固的税收基础，因此，政府对石油产业征收超额税收的动机并不强烈。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以来，挪威形成了较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作为该国传统优势的渔业和航运业仍具

有国际竞争力；与石油产业紧密相关的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蒸汽供应产业实现了持

续平稳发展，构筑了挪威第二产业的基石；信息与通信产业（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和新能源产业则在近二十年发展迅猛，成为挪威先进技术和

创新活动的代表。 在税收结构方面，挪威政府对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缴款和商品及

服务税制定了较高税率，将其作为国家税收基础，而对企业税和财产税征税较少。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统计显示，２０２０ 年社会保障缴款占挪威政府总税收的 ２９％，

商品及服务税占比为 ３２％，收入、利润和资本增值税占挪威政府总税收的 ３６％，其中

个人收入、利润和资本增值税占 ２９％，企业收入、利润和资本增值税仅占 ６％。 其中石

油公司占企业税评估税额的 ７０．７％，陆上活动公司、电力公司和金融公司贡献了其余

７１１　 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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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的税额。① 在税收总额方面，挪威在近 ２０ 年时间内税收占 ＧＤＰ 的比重稳定在

４０％左右，且显著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②

由上可知，挪威政府税收收入来源多样且税额稳定，缺乏对新兴的石油产业征收

额外税收的动机。 挪威石油和能源部白皮书《未来产业———挪威石油活动》指出，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挪威政府在正常公司税收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本国石油企业的税收体

系，规定运营设备投资可根据直线折旧法在投资开始后的六年内注销。③ 与勘探、研

发、融资（债务）、运营和搬迁相关的成本均可按此规定扣除，不必缴纳特别税。 该规

定同时适用于参与挪威石油开发的外国石油公司，从而较好地保障了国内外石油开发

者的税后利润。④ １９７５ 年，挪威政府引入“定额价格”制度计算公司的石油收入，其目

标是避免在属于同一家公司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易时价格被高估，从而降低

需要征税的净利润，增加石油企业的盈利空间。⑤

最后，挪威较早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支持工会和利益集团活动，促进

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协商合作为特点的“北欧模式”，并未接受亚非拉国家建立的能

源国有化规范。 在 １９ 世纪后期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挪威为

代表的北欧国家建立了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意识为核心、以高税收和高福利为特征

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 在此模式下，挪威构建了以工会为主要组织，在阶

级、政党和利益团体之间进行高度集中化的妥协和博弈的社会机制。 在该机制中，工

会组织代表工人阶级与资方组织开展具体谈判，国家或政府则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以“协调者”而非“参赛者”的身份参与谈判过程，最终各方以彼此认同、多方妥协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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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Ｔａ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ｓｂ． ｎｏ ／ ｅｎ ／ ｖｉｒｋｓｏｍｈｅｔｅｒ － ｆｏｒｅｔａｋ － ｏｇ － ｒｅｇｎ⁃
ｓｋａｐ ／ ｓｋａｔｔ－ｆｏｒ－ｎａｅｒｉｎｇｓｖｉｒｋｓｏｍｈｅ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ｋ ／ ｓｋａｔｔ－ｆｏｒ－ｓｅｌｓｋａｐｅｒ．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Ｎｏｒｗａ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ｔａｘ ／ 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ｏｒ⁃
ｗａｙ．ｐｄｆ． 由于原数据四舍五入，可能出现二级指标数据加总后不完全等于一级指标数据的情况———作者注。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Ｎｏｒｗａｙ’ 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ｎ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ｓｅｔｓ ／ １９ｄａ７ｃｅｅ５５１７４１ｂ２８ｅｄａｅ７１ｃｃ９ａａｅ２８７ ／ ｅｎ－ｇｂ ／ ｐｄｆｓ ／ ｓｔ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００２８０００ｅｎ＿
ｐｄｆｓ．ｐｄｆ． 《未来产业———挪威石油活动》是挪威石油和能源部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向议会提交的研究报告，涵盖了油
气定价、提高原有资源效率、开发新开采区域、关注环境保护、加强科学研究和规范政府收益等内容。 直线折旧法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ｌｉｎｅ Ｍｅｔｈｏｄ）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估计使用年限内平均确认折旧的固定资产折旧法。 折旧的计算方法是
原始成本减去资产的残值，再除以估计的资产使用寿命。 直线折旧适用于较便宜的商品，如家具。 直线折旧法可
以补充其他几种折旧方法，如余额递减法和年数累加法。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Ｎｏｒｗａｙ’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Ｊｕａｎ Ｍ． Ｒａｍíｒｅｚ－Ｃｅｎｄｒｅｒｏ ａｎｄ Ｅｓｚｔｅｒ Ｗｉｒｔｈ， “Ｉ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４８， ２０１６， ｐ．９３； Ｏｋｓａｎ Ｂａｙｕｌｇ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Ｏｉ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Ａｚ⁃
ｅｒｂａｉｊ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ｗａｙ， ｐ．１９３．



径来达成利益目标，反对激烈或暴力的对抗性方式，也防止国家过多干预行业发展。①

上述社会文化传统在挪威石油行业有着鲜明的体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挪威

政府和壳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等通过谈判制定了石油开发的许可证体制。② ７０ 年

代，挪威政府推动了石油开采的“挪威化”进程，一方面组织本国石油企业积极向外国

石油公司学习，提高石油相关产业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出于培育本国石油开发基本

能力的目的，挪威政府适度增加了国家对石油产业的规范和指导，但并未出现强制收

购私人产权或干预石油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的现象。③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产业

的迅猛发展促使“北欧模式”的形成，挪威石油工会和相关利益集团在政府规定的基

本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工资谈判和政策动议。④ 在“北欧模式”的规范下，一方面，

石油产业的雇主、雇员和政府在经济政策、信息交流和产业的不同层次开展协商合作，

减少了强制政策带来的冲突；另一方面，面对“挪威化”进程带来的政府石油收入的增

加，挪威政府通过规范政府收益渠道、设立石油基金等方式，保证石油利润的合理分

配，促进了挪威产业间和代际间平等。⑤

综上而言，上述四个因素共同作用，避免了挪威石油产业联盟实力过强，也有利于

石油领域私人产权制度的形成。⑥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挪威着手石油开发以来，历任政

府都出台了石油政策来引导和监管石油产业发展。 总体来看，挪威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初期聚焦于石油开发扶持；在 ７０ 年代中后期至 ９０ 年代初期重视石油

收益管理和分配；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开始关注国际石油合作和环境保护问题（见

表 １）。

９１１　 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卡、张佳华：《北欧国家社会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启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２９－３２ 页。

Ｏｌｅ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Ｅｎｇｅｎ， Ｏｌｕｆ Ｌａｎｇｈｅｌ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ｉｄａｒ Ｂｒａｔｖｏｌｄ， “Ｉ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Ｒｅａｌｌｙ Ｎｏｒｗａｙ？” ｐ．２６１．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Ｒ． Ｄｕｇｓｔａｄ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åｌ Ｔｈｏｎｓｔａｄ Ｓａｎｄｖｉｋ，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９０，” ｐ．３４４．
Ｏｌｅ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Ｅｎｇｅｎ， Ｏｌｕｆ Ｌａｎｇｈｅｌ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ｉｄａｒ Ｂｒａｔｖｏｌｄ， “Ｉ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Ｒｅａｌｌｙ Ｎｏｒｗａｙ？” ｐｐ．２６７－２６８．
Ｓｔｅｉｎａｒ Ｈｏｌｄｅｎ，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Ｎｏｒｗａｙ，” ｐ．８７０；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Ｔａｋｌｅ，“Ｏｌｊｅｆｏｎｄｅｔ － Ｉ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ｅｔ Ｍｅｄ Ｆｒａｍｅｔｉｄｉ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ｓｊｏｎ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ｄｕｎｎ．ｎｏ ／ ｄｏｉ ／ １０．１８２６１ ／ ｉｓｓｎ．１５０４－３０５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４－０６．
另需要注意的是，石油基金于 ２００１ 年更名为“政府养老基金”（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为避免混淆，后文仍称
石油基金。

与石油产业相比，天然气产业体量较小且发展轨迹与石油产业较为类似，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但由于挪
威政府对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是合并统计的，下文中关于石油产业联盟的相关数据也包含了天然气产业。



表 １　 １９６５ 年至今挪威历届政府的石油政策

首相及其任期 关键石油政策

佩尔·博滕 （Ｐｅｒ Ｂｏｒｔｅｎ）

１９６５—１９７１ 年
确立石油产业的税率为净利润的 １０％

特里格夫·布拉特利 （Ｔｒｙｇｖｅ

Ｂｒａｔｔｅｌｉ）１９７１—１９７２ 年

推进大陆架海底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１９７２ 年建立 Ｓｔａｔｏｉｌ

拉尔斯·科尔瓦尔德 （ Ｌａｒｓ

Ｋｏｒｖａｌｄ）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年

初步划定石油开采作业区；

石油税率调整为 ８％—１６％的浮动税率

特里格夫·布拉特利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 年，第二次执政

奥德瓦尔 · 诺 德 利 （ Ｏｄｖａｒ

Ｎｏｒｄｌｉ） １９７６—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７５ 年颁布《石油税收法案》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对外国石油公司的许可证颁发进行限制，组织挪威石油企业学

习外国石油公司的勘探和开采技术；

规定国有资本在每个油气开采项目中至少持股 ５０％；

颁布海底石油矿藏征税规定

格罗 · 哈莱姆 · 布伦特兰

（Ｇｒｏ 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 １９８１年

凯尔·威洛赫 （Ｋåｒｅ Ｗｉｌｌｌｏｃｈ）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年

推进对石油产业的政府投资；

设立国家直接财政收益 （Ｓｔａｔｅ’ 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ＳＤ⁃

ＦＩ）规定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年，第二次执政

颁布石油开采渔民补偿守则；

颁布石油税收的“普通税＋特殊税”征收规则，普通税税率为

２８％，特殊税为 ５０％

简 Ｐ·西塞 （Ｊａｎ Ｐ． Ｓｙｓｅ）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第三次执政

建立石油基金管理石油收入制度；

加强对挪威大陆架石油作业的监管；

对石油消耗和未来开采模式进行分析

索比约恩·贾格兰 （Ｔｈｏｒｂｊøｒｎ

Ｊａｇｌａｎｄ）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

强调挪威国家对石油收益进行直接管理；

进一步细化 ＳＤＦＩ 经营规定；

颁布第 ７２ 号石油法令，为许可证制度提供全面法律基础

凯尔 · 马格内 · 邦德维克

（Ｋｊｅｌｌ Ｍａｇｎｅ Ｂｏｎｄｅｖｉｋｓ）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

确立欧洲经济区原油进口及颁布交付登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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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 Ｊｅｎｓ

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加强挪威大陆架上冗余管道和电缆的排查；

允许 Ｓｔａｔｏｉｌ 上市，建立佩德罗 （Ｐｅｔｒｏｌ）公司代替 Ｓｔａｔｏｉｌ 管理 ＳＤＦＩ

凯尔·马格内·邦德维克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执政

推动石油开采新技术的开发及石油专业知识的普及；

建立 ＡＰＡ （Ａｗａｒｄｓ ｉｎ Ｐ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ｒｅａｓ）成熟区块许可证颁发制度；

强调以石油产业为龙头，带动挪威产业协调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推进实现石油废气零排放；

推进挪威石油产业国际化进程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执政

寻找和开发巴伦支海和洛弗顿地区 （Ｂａｒｅｎｔｓ Ｓｅａ－Ｌｏｆｏｔｅｎ ａｒｅａ）

的油气资源；

加强对石油收入和产出的监管

埃尔娜·索尔贝格 （Ｅｒｎａ Ｓｏｌ⁃

ｂｅｒｇ）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

减少北海石油开发碳排放，加强对气候变化的检测；

开展致力于二氧化碳捕获、运输和储存技术研究的 ＣＬＩＭＩＴ 计

划；①

与英国开展跨境能源合作，加强清洁能源合作

约纳斯·加尔·斯特勒 （ Ｊｏ⁃

ｎａｓ Ｇａｈｒ Ｓｔøｒｅ）２０２１ 年至今

计划扩大北极圈内巴伦支海区域油气资源开发，开放 １２５ 个油

气区块，新增发放 ４７ 个生产许可证；

与法国、德国在氢能、电池技术、海上风电及碳捕集与封存领域

加强合作，增加可再生能源产量，发展绿色产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挪威石油战略管理及对我国的启示》，ｈｔｔｐ： ／ ／ ｎｏ．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０５０３ ／ ２００５０３０００２２２１６． ｓｈｔｍｌ； “ Ｆａｃｔｓ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ｅｃｔｏｒ，”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００， ｐｐ．１８５－１８７；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０４， ｐｐ．４－７；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０８—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１－ １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

ｇｙ，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３－２１； “Ｎｏｒｗａｙ’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０， ｐｐ．１１５－１１８。

由表 １ 可见，相较于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挪威政府对其石油产业采取了相对

有限的支持和较为宽松的管制政策，而这对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产生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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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ＬＩＭＩＴ 是挪威为碳储存与捕捉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阐释提供财政支持的国家计划，力求更快地实现碳
储存与捕捉。 相关说明详见 ＣＬＩＭＩ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Ｉ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ｍｉｔ．ｎｏ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ｌｉｍｉｔ－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 。



影响。① 就产业联盟而言，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的实力与其他产业联盟相比较为均衡。

与英国一样，挪威各个产业通过技术革新与贸易盈利自主发展，政府很少通过直接的

行政干预或积极的产业政策介入经济活动或优先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 这种“原生

型”的自主发展模式使得这类国家内各个产业的发展相对均衡，由此产业联盟间的实

力对比也更为平衡。② 在产业联盟的组织性方面，挪威石油产业联盟与英美等国主要

产业的产业联盟相比，政治组织较为松散，与政府的冲突性较小。 挪威石油和天然气

协会（Ｎｏｒｓｋ Ｏｌｊｅ ＆ Ｇａｓｓ）是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的主要纽带，其成员涵盖了从事石油和

天然气业务、海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公司和近海矿物开采供应商。 此外，ＩＮＴＳＯＫ 也

是挪威石油产业的重要组织，致力于推动产业联盟内的各公司开展合作。③ 挪威石油

产业联盟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商业经营和产业合作，同时也通过提交产业发展报告和

提供有关许可证制度、劳工报酬和气候变化的发展建议等方式与政府沟通。④

在产业联盟的人员规模方面，鉴于挪威石油勘探和开采机械化程度较高，石油产

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大，石油产业联盟规模虽有所增长但同比较为稳定。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挪威石油产业联盟人数由 ２． ４ 万增长至 ６ 万以上，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３. ６５％。⑤ 但同期挪威劳动力总数由 ２１０ 万增至 ２９４ 万，由此推知石油产业联盟在劳

动力总数中的占比一直稳定在 １％至 ２％。⑥

在产业联盟的工资方面，挪威石油产业联盟成员的工资与其他产业联盟成员的工

资差距并不悬殊，呈现出与其他产业工资相同的变动趋势。 彼得·卡岑斯坦（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在其对欧洲小国的研究中指出，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挪威通过集体自由协

商体系和团结一致的工资联合政策进行了工资控制，避免了产业间工资差异过大的问

题。⑦ 统计显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石油产业联盟的平均工资比其他产业联盟每年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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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分别对其石油产业的深入介入与管制的讨论，详见 Ｓｔａｃｙ Ｒｅｎｔｎｅｒ，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Ｈｏｗ ａ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Ｌａｗ Ｃｒｉｐｐｌｅｄ ａｎ Ｏｉｌ Ｇｉａｎｔ，”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３５１－３６６； ［美］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美］唐纳·马里·达里奥：《石油的优势———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
路》，徐洪峰、李洁宇译，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６９ 页。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 ９－６３ 页。
２０１７ 年，ＩＮＴＳＯＫ 与致力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国际合作的产业组织 ＩＮＴＰＯＷ 合并组建了“挪威能源合作伙

伴”（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ｏｒｗｅｐ．ｃｏｍ ／ Ａｂｏｕｔ ／ 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ｓｂ．ｎｏ ／ ｅｎ ／ ｓｔａｔｂａｎｋ ／ ｔａｂｌｅ ／ ０９１７５．
Ｈｉｌｄｅ Ｃ． Ｂｊøｒ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ｅｉｆ Ａ． Ｔｈｏｒｓｒｕｄ， “Ｂｏｏｍ ｏｒ Ｇｌｏｏｍ？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ｗｏ－ｓｐｅｅｄ Ｅｃｏｎ⁃

ｏｍｉｅｓ，” ｐ．２２２１； Ｈｉｌｄｅ Ｃ． Ｂｊøｒ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ｅｉｆ Ａ． Ｔｈｏｒｓｒｕｄ， “ＲＩＮＧＶＩＲＫＮＩＮＧ Ｎｏｒｓｋ øｋｏｎｏｍｉ ｏｇ ｏｌｊｅ，”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ｏｐｅｎ．
ｂｉ．ｎｏ ／ ｂｉ－ｘｍｌｕｉ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２５０ ／ ２３６６３１０ ／ ＣＭＥ＿ｗｐ２０１３＿０７．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

［美］彼得·Ｊ．卡岑斯坦：《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欧洲的产业政策》，叶静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４７ 页；Ｊｏｎａｓ Ｂ． Ｂｕｎｔｅ， “Ｗａｇ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６， ｐ．６８１。



１８ 万挪威克朗，但挪威石油产业联盟成员的工资与其他产业联盟成员的工资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① 挪威统计局对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２２ 年石油产业、制造业、公共部门及国防

业和远洋运输业的工资数据统计表明，石油产业的工资增长曲线与其他三个产业较为

相似。 虽然石油产业联盟的工资是其他产业联盟的 ２ 倍，但这一比值要远低于委内瑞

拉等其他主要石油出口国（见图 ２）。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挪威主要产业年均工资对比（单位：万挪威克朗 ／年）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ｓｂ．ｎｏ ／ ｅｎ ／ ｓｔａｔ⁃

ｂａｎｋ ／ ｔａｂｌｅ ／ ０９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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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ｕｎｅ Ｄａｈｌ Ｆｉｔｊａ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ｍ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９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９， ｐ．２４８．



在产业联盟的产值方面，挪威石油产业联盟创造的产值占所有产业产值的比例不

高，石油产业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２２ 年间，挪威石油产业联盟创造的

产值占所有产业产值的比例平均为 １４％左右，最高值为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４．４８％，最低值为

１９９８ 年的 ７．５０％。① 与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国相比，挪威石油产业联盟创造的产值占

比较低，未出现石油产业一家独大挤占其他产业发展空间的情况。 总之，通过上文对

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组织构成、人员规模、平均工资、占挪威所有产业总值比例这四方面

的考察，可以看出挪威石油产业联盟的实力没有明显强于其他产业。②

就产权制度类型而言，挪威石油领域形成了私人产权制度。 挪威经济学院教授伊

瓦尔·科尔斯塔（Ｉｖａｒ Ｋｏｌｓｔａｄ）等指出，一个国家要从石油资源中获益就必须建立提高

私营部门效率以及促进公共部门问责制的制度，这样才能减少政府及其官员被能源暴

利俘获的可能性。 显然，挪威出色地践行了科尔斯塔等人的观点。③ 在所有权方面，

挪威在石油产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私有股份在挪威三大石油公司中占有不同比例的份

额。 自 １９８５ 年起，挪威政府调整了原有的能源管理模式，加快了石油产业的私有化进

程。 挪威最大的石油公司 Ｓｔａｔｏｉｌ 的大部分石油股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 Ｓｔａｔｏｉｌ 商业

运行相挂钩，进而成为公司资本；另一部分则在 １９８５ 年后变成 ＳＤＦＩ，由 Ｓｔａｔｏｉｌ 管理，

其所得油气收入成为政府直接财政收入。④ ２００１ 年，Ｓｔａｔｏｉｌ 正式上市进行股份出售，

当前政府的持股比例已降至 ６７％。 汤森路透（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甚至将 Ｓｔａｔｏｉｌ 划入“八

大国际（私人）石油公司”之列。⑤ 第二大石油公司海德鲁公司有 ６５．７４％的流通股

份。⑥ 从法律性质看，上述两大公司的资产未被划定为国家资产，挪威政府也不对其

内部固定资产进行会计核算。 第三大石油公司萨嘎公司则始终保持完全私有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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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ｓｂ．ｎｏ ／ ｅｎ ／ ｓｔａｔ⁃
ｂａｎｋ ／ ｔａｂｌｅ ／ ０９１７１． 挪威统计局网站对所有产业产值的统计是基于基础价值（Ｂａｓｉｃ Ｖａｌｕｅ）的所有产业的产出；而
对 ＧＤＰ 的统计则基于产值创造地，如挪威大陆（Ｍａｉｎｌａｎｄ）的产值。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石油产业联盟产值与所有
产业产值数据出自同一张表，是所有产业产值的一部分，故此处所用指标与使用“石油行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
相比更为合理。

Ｅｒｌｉｎｇ Ｒøｅｄ Ｌａｒｓｅｎ，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ｙ Ｎｏｒｗａｙ Ｃａｕｇｈｔ ｕｐ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ｇｅｄ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ｐ．６２５．

Ｉｖａｒ Ｋｏｌｓｔａｄ， Ａｒｎｅ Ｗｉｉｇ ａｎｄ Ａｌｅ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Ｄｏｅ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ｉ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３， ２００９， ｐ．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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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能源政治学中通行的做法是将能源公司划分为“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
司”，两者往往分别为私人和政府所有。 将 Ｓｔａｔｏｉｌ 归入“国际石油公司”之列也体现出汤森路透对于挪威石油产
业的私人产权制度的认可。 详见邱茂鑫、郭晓霞、吕建中：《国际石油公司商业模式的衰落与转变》，载《国际石油
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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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在使用权方面，挪威石油公司建立了较为科学的组织管理机构，具有自我管理的

权利和能力。 萨嘎石油公司等私人企业可以在挪威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范围内完全

实现自我管理，而在 Ｓｔａｔｏｉｌ 和海德鲁公司等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面，挪威政府

扮演着“被动所有者”的角色。① 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而是以

效率为基础，鼓励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积极承担责任，在政府制定的规则

框架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自主经营。 国有控股石油公司不需向政府呈报年度预算，其

一般的投资开发决策和向银行借款也不需要政府部门批准。 石油企业的董事大多是

具有专业经验的前私营石油企业管理者，从而保证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在收益权方面，挪威政府从石油产业获益的渠道清晰且固定，为私人石油企业留

下了充分的获利空间。 在许可证制度下，挪威政府与大多数海上油气田具有直接利益

关系，可获得约占开采企业总收入的 ４０％的租金，剩余利益归企业所有。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挪威政府比较注重根据世界油价的波动调节税收，为参与开发的外国石油

公司和本国石油企业留下充足的利润空间。 如图 ３ 所示，挪威政府从石油产业获益的

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特殊的税收体系。 石油税收是挪威政府石油收益的最大来源，

挪威政府制定的石油产业的税率为 ７８％，其中包括 ２８％的所有产业都需缴纳的普通

税和 ５０％的特别税。② 如图 ３ 所示，石油税收占据挪威政府石油收益 ５０％以上的比

重。 二是挪威政府通过 ＳＤＦＩ 获取资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ＳＤＦＩ 增长迅速，也成为

挪威政府石油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挪威国家通过在 Ｓｔａｔｏｉｌ 等公司中的 ６７％股

份获取分红，该部分在挪威政府石油收益中占比较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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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７６—２０２１ 年挪威政府的石油收益（单位：亿挪威克朗）

资料来源：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ｏｒｓｋ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ｎｏ ／

ｅ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 ＃。

在让渡权方面，挪威石油公司非国有股份均可上市流通，自 ２１ 世纪以来，挪威政

府也多次做出减持石油股份的决定。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挪威议会通过决议对 Ｓｔａｔｏｉｌ 进行

产权改造，允许部分股份进行自由转让，并建立了佩德罗（Ｐｅｔｏｒｏ）公司代替 Ｓｔａｔｏｉｌ 管

理 ＳＤＦＩ。 当年 ６ 月，Ｓｔａｔｏｉｌ 在奥斯陆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同时上市，将 １８．３％的股份出

售给国内外的私人股东。 ２００４ 年以来，挪威政府屡次减持股份，２００５ 年国家在 Ｓｔａｔｏｉｌ

中的持股比例降至 ７０．９％，２０１７ 年则达到最低值 ６２．５％。① 此后，挪威政府又进行少

量增持，目前，国有股份稳定在 ６７％，挪威的私人所有者持有 １１．５２％的股份，来自英

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投资者则持有 ５％至 ８％不等的股份。② 除国家股份外，Ｓｔａ⁃

ｔｏｉｌ 的其他股份允许转让，诸如放弃与任何股票发行有关的优先权利、批准合并或分拆

和授权增加或减少股本的决议等重要决定必须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投票总数和出席

股东大会的三分之二的股本的同意。③ 上述对挪威石油公司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和让渡权的分析表明，挪威在石油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政府很难突破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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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对石油产业进行过度干预。

四　 挪威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的政治效应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挪威形成了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对均衡的石油产业联

盟，并且在石油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 这使得挪威政府和政治家并未在税汇收

入、产业补贴、政治竞争这三方面对石油产业形成病态依赖。

首先，挪威政府未在税收和外汇收入上严重依赖石油产业。 就缴纳税收而言，挪

威石油税率经过多次调整，石油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和 ＧＤＰ 的比重也较为合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由于无法获知国内石油储量，加之挪威企业缺乏能源勘探和开采技

术，挪威政府无意对石油产业征收高昂税收以损害外国石油企业的投资热情。 １９６５

年，挪威的石油产业初始税率为 １０％，到 １９７２ 年调整为 ８％至 １６％的浮动税率。 由于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禁运推高了世界油价，加之挪威政府希望加强对本国石油

资源的控制，１９７５ 年，挪威政府对石油企业缴纳所得税和特许权使用费后的剩余利润

加征 ２５％的特别税，但石油产业需向政府缴纳的所有税费总和只占石油生产总回报

的 ２０％，可以说石油产业联盟还有可观的利润空间。① １９８６ 年，挪威工党政府制定了

新的税收政策，对石油行业的税收实行“普通税＋特别税”的征收方案，普通税税率为

２８％，特别税为 ５０％，同时逐步取消外国石油公司需要分担的勘探成本和油气生产的

特许权使用费。② 如图 ４ 所示，挪威石油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在 ３５％以下，而实行石

油国有化的委内瑞拉，石油税收一度高达政府财政收入的 ８５％。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期，挪威石油税收占 ＧＤＰ 的比重在 １０％—２５％之间，占投资和出口的比例也较为合

理，由此可见，挪威政府并未对石油产业联盟进行过度压榨，石油税收体系也相对稳健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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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７１—２０２２ 年挪威石油税收占主要经济指标的比重

资料来源：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ｏｒｓｋ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ｎｏ ／

ｅ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 。

从创造外汇来看，虽然石油产业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但远非挪威赖以生存的

创汇支柱。 首先，直到 １９７０ 年，挪威传统的出口支柱海运服务业仍然占国内出口商品

产值的 ４１．６％，与木材、矿产等初级资源产品一起，构成挪威多元化的出口创汇结

构。① 其次，从挪威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值占总出口价值比值来看，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

间，平均达到 ３９％。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８８ 年的世界油价低位期，挪威油气出口的比值仅占

国家总出口价值的 ２７％左右，之后随着油价的攀升有所上升。 同为重要的石油出口

国的墨西哥，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至 ８０ 年代前期石油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比例

一度高达 ７５％，相比之下，挪威石油产业的出口创汇一直维持在较为健康的水平。②

上述分析可知，挪威政府收入基于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并未过度依赖石油产业贡献超

额税汇。

其次，挪威的石油产业联盟未一家独大且在私人产权制度下运行，这使得政府难

以片面倚重能源产业承担再分配职能，而是通过建立石油基金来促进产业间的平等发

展。 德克萨斯大学副教授奥克尚·巴尤尔根（Ｏｋｓａｎ Ｂａｙｕｌｇｅｎ）指出，挪威政府将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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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油收益投资于非石油产业，通过财富分配和石油基金来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①

１９９０ 年，挪威政府建立了石油基金，规定政府获得的石油收益需移交到石油基金统一

管理，从而确保石油利益惠及各个产业和所有国民。② 该基金中的石油出口收入只允

许投资于外国资产，以免影响挪威币值稳定和制造业发展。 石油基金预期收益的 ４％

将被转移到年度国家预算中，以弥补政府在其他产业的投资赤字，从而平抑了短期石

油收入波动对经济的影响，促进了产业的平衡发展。 ２０ 世纪末期，挪威政府着手解决

大陆架油气资源消耗率升高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石油基金更名为政府养老基金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为将石油收入转化为养老福利支出做好准备，

这有利于在代际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③

虽然挪威政府对石油行业征收税费的比例与实行国家产权制度的能源国相比较

低，但 ２１ 世纪以来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带动了挪威石油利润的大幅增长，从而提高了

政府的再分配能力。 ２０１９ 年，挪威石油基金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权

财富基金，为政府实施再分配提供了强大的保障。④ ２００５ 年以来，挪威政府抽调的

４％的石油基金预期收益长期高于非石油产业的结构性赤字，为出现赤字的非石油产

业提供了充足的补贴。⑤ 另外，挪威政府借助石油基金进行再分配的能力和绩效也明

显提升。 一方面，挪威政府进行产业布局的能力日益增强，例如，通过价格补偿、关税

优惠等产业政策积极推动石油产业的前后向关联产业的发展，大力支持资源产业的技

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使石油产业与其他部门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⑥ 另一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挪威政府形成深度介入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在促进就业、发展教

育事业和缩小性别差距等方面表现良好，其主导再分配的能力也不断增强。⑦

最后，私人产权制度下的挪威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加之石油产业联盟规模有

９２１　 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Ｏｋｓａｎ Ｂａｙｕｌｇ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Ｏｉ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
ｗａｙ， ｐ．２１５．

Ｊｅｎｎｙ Ｒ． Ｋｅｈｌ，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ｉ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ｐ．４９５－５０１；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ｍｉｄｔ－Ｈｅｂｂｅ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ｉｃ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ｐ．２６６－２７０．

景普秋、范昊：《挪威规避资源诅咒的经验及其启示》，第 １４８－１５２ 页；钟维琼、安海忠、丁颖辉：《挪威油
气资源管理流程研究》，载《资源与产业》，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 期，第 ７７－８３ 页。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 Ｏｋｐａｌｅｋ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ｕｓ Ａｂｒａｈａｍ－Ｄｕｋｕｍ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４， ２０２０， ｐｐ．１２３－１４０．

Ｓｔｅｉｎａｒ Ｈｏ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Ｎｏｒｗａｙ，” ｐ．８７４．
Ｓｉｍｏｎ Ｖｉｌｌｅ ａｎｄ Ｏｌａｖ Ｗｉｃｋｅ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ｗａｙ，” ｐ．１３５０．
Ｊａｍｅｓ Ｅ． Ａｌｔ， “Ｃｒｕ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ｗａｙ， １９７０－

８５，” ｐ．１８７；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ｗａ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ｏｓｔ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
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ａｇｅｎｄａ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ｎｏｒｗａ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ｍｏｓｔ－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 ．



限，使其很难产生政治干预和寻租腐败行为。 其一，挪威政府通过建立石油基金从制

度上避免了石油产业联盟将过多资源投入政治选举和寻租；①其二，挪威石油产业联

盟覆盖的人员和占有的资源并不十分充裕，在政治活动中难以形成压倒其他产业联盟

的集体行动；其三，挪威政府对石油部门和石油企业的管理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权”结

构。 １９７２ 年以来，挪威政府将石油开发管理中的政策、监管和商业职能分开，形成了

石油部门治理的“挪威模式”。② 政府还成立了石油和能源部负责石油生产及投资的

重大决策，为石油企业活动提供战略性指导；在挪威石油理事会之下建立自主监管和

技术咨询机构，负责汇编石油活动数据以及向石油和能源部及石油企业提出建议；由

Ｓｔａｔｏｉｌ 负责挪威大陆架和国外投资地的商业开采活动。 ２０１２ 年的统计显示，Ｓｔａｔｏｉｌ 负

责的开采项目的石油产量占挪威石油产量的 ７０％。③ 在石油公司内部管理方面，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挪威国家议会做出决议，禁止公务员担任 Ｓｔａｔｏｉｌ 董事会的成员，从而杜

绝了干预政治选举等现象的出现。

同时，挪威的选举有着严格且透明的程序规定，留给石油利益集团的活动空间较

小。 例如，挪威实行直接选举和多部门成员选举的比例代表制原则，登记的各个政党

要在选举前列出本党参选名单，名单上的成员在获得一定数量的签名或者上届选举的

票数后方可参选。 挪威《政党法》规定，政党不能接受以匿名形式或来自国家、其他公

共当局控制的法律实体和外国捐助者的竞选捐款。 政党必须按照议会规定的记账原

则详细记录捐款情况并在指定日期上报。 对于超过 ３５０００ 克朗的捐赠应单独报告捐

赠者身份和捐赠金额，如果与任何捐赠者达成政治或商业协议，也必须提交相关声明。

在选举结束后，任何有权投票的个人可就选举的筹备和进行等相关事项在 ７ 天内提出

上诉，由国家议会或全国选举委员会直接受理。④ 这些规定基本杜绝了石油利益集团

与政客勾结干预选举的可能性。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ＯＳＣＥ）的民主体制和人权办

公室（ＯＤＩＨＲ）对挪威大选进行了持续观察和评价，其报告从未出现石油企业和利益

集团干预或操纵选举的内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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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ｐ．１１．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ｃ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ｎｏ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ｓｓｅｔｓ ／ ｕｐｌｏａｄ ／ ｆａｄ ／ ｖｅｄｌｅｇｇ ／ ｐａｒｔｉｆｉｎａｎｓｉｅｒｉｎｇ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ｃｔ．ｐｄ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ｏｒｗａ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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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当的石油产业联盟以及石油领域的私人产权制度均使挪

威在税收收入、产业补贴、政治竞争这三个领域有效阻隔了生成“能源诅咒”的主要病

理渠道，实现了石油产业与非石油产业的协调发展。 从产值数据来看，石油产业产值

占 ＧＤＰ 的比重约为 １０％，与同期委内瑞拉占 ＧＤＰ 的 ３０％的石油产值相比要合理得

多。① 就挪威的非石油产业而言，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发展态势良好，并未出现

石油产业过度挤占资源导致产业畸形发展的情况。 如表 ２ 所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是

挪威传统第一产业的代表，进入 ２１ 世纪后，该产业产值仍实现了翻倍增长；采矿与勘

探产业在 ７０ 年代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保持小规模增长；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煤

气、蒸汽供应是传统第二产业的代表，与石油产业的发展直接相关，且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后，产值增速较为迅猛；海运业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而邮政与电信是挪威信息

与通信技术产业的重要代表，２１ 世纪初期，其产值近乎翻倍，是挪威第三产业迅猛发

展的缩影。 综上，挪威从未出现石油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各个产业的发展较为有序

和稳健。

表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挪威非石油产业产值（单位：亿挪威克朗）

　 　 　 　 年份

　 产业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渔业和水产养殖 ４１．５８ １０４．１２ ２５２．１３ ４８３．０８ １１２４．８０

采矿与勘探 ２４．３７ ４４．２２ ６３．７７ １２３．９４ １６０．３０

制造业 １４８４．３０ ２９３６．４３ ４５５０．３２ ６７２８．１０ ８３８１．０４

建筑业 ４１０．４６ ８６５．４４ １４６６．９２ ３２７９．６９ ６３４４．６９

电力、燃气 ９７．１９ ２８３．１９ ３４６．６１ ７７０．４１ ７１６．９８

海运 ２９９．４６ ５３７．８９ ８７５．８５ ８４１．８０ １０９０．７１

邮政与电信 １６．２０ ６８．２８ １３１．８４ １６４．０６ １９７．０６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ｓｂ．ｎｏ ／ ｅｎ ／ ｓｔａｔｂａｎｋ ／ ｔａｂｌｅ ／ ０９１７１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Ｌａｙｏｕｔ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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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ｒíａ ｄｅｌ Ｍａｒ Ｒｕｂｉｏ－Ｖａｒａｓ， “Ｏｉｌ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ｎｄ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１６４．



五　 隔绝“能源诅咒”：挪威协调的能源产业与可观的经济增长

得益于挪威未出现石油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且政府并未形成对石油产业的病态

依赖，使得该国实现长期稳健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一方面，近数十年来，挪威未出现

工业化进程受阻的情况，包括可再生能源以及 ＩＣＴ 产业在内的更高精尖的产业发展迅

猛；另一方面，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对挪威影响有限。

其一，石油产业的蓬勃发展未拖累挪威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可再生能源和 ＩＣＴ 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就是绝佳的证明。① 就可再生能源产业而言，传统能源出口国往往片

面依赖化石能源出口带来的巨额利润，很容易忽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而挪威在

现代化初期就高效利用了丰富的水电资源支持工业化发展，在石油大规模开发后仍然

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尤其是其水电产业在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８５ 年达到发展高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水电不仅供给本国 ９８％至 ９９％的电力资源，还可以根据需求通过

互联器向邻国出口。② 挪威已经通过“北欧电力交换协议”参与国际电力贸易，成为欧

洲第一、世界第六大水电出口国。③ 此外，挪威政府通过项目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

措施，鼓励传统的化石燃料公司投资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新能源的技术发展。 ２１ 世

纪以来，挪威政府大力推进潮汐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发电，形成更为多元化的能源

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挪威已拥有约 １５００ 座水电厂，水力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９６％

以上，满足了约 ６０％的能源需求；核能及其他替代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 ４０％。④

２００６ 年后，挪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超过其总消耗电量，实现了绿色能源的储存和出

口。⑤ ２００８ 年，挪威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所占的比重已高达全部能源消费量的 ６２％，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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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笔者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对贾瑞霞进行了访谈，她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挪威石油产业的发展对其他
产业产生了挤压。

Ｌａｒｓ－Ｅｒｉｋ Ｂｏｒｇｅ， Ｐｅｒｎｉｌｌｅ Ｐ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ｇｎａｒ Ｔｏｒｖｉｋ，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３１， ２０１５， ｐ．１０２．

田德文：《列国志：挪威》，第 １４３－１４４ 页。
ＣＥＩＣ： 《挪威 Ｎｏ：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百分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 ／ ｚｈ－ｈａｎｓ ／ ｎｏｒｗａｙ ／ 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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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核能：占能源消耗总量百分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 ／ ｚｈ－ｈａｎｓ ／ ｎｏｒｗａｙ ／ 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ｎｏ－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ｔｏ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ｅ； Ａｎｎｅ Ｍａｒｇｒｅｔｈｅ Ｂｒｉ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ｏｎ Ｗ． Ｍｏｓｅｓ， “Ｄｅｎ ｎｙｅ
ｏｌｊｅｎ，” Ｎｏｒｓｋ ｓｔａｔｓｖｉｔｅｎｓｋａｐｅｌｉｇ ｔｉｄｓｓｋｒｉｆｔ，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３－２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ｎ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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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远高于其他欧盟国家。① 由此可见，挪威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并

未受到石油产业发展的挤压。

就 ＩＣＴ 产业而言，挪威政府较早地确立了该产业的发展方向，并实现了与石油产

业发展的融合。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政府成立挪威研究理事会和挪威创新署，以主

导能源领域的创新。 ２０ 世纪末，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已成为 ＩＣＴ 产业的主要客户。 进

入 ２１ 世纪后，挪威政府一直积极推动 ＩＣＴ 产业的国际合作。 仅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两年

内，挪威的 ＩＣＴ 公司就与外国相关公司签订了超过 ３０ 项合作协定。② 近 ２０ 年来，挪

威着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陆地站、纤维光学、电缆网络和数字传输设施发展完

备。 目前，挪威已成为欧洲推行综合业务数字网技术（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ｔ⁃

ｗｏｒｋ）最先进的国家，行业代表娜拉通信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０ 年创造了 ２５．５ 亿克朗的营

业额，在世界上 ２６ 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并在奥斯陆股票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上

市。 挪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的 ６ 年间，挪威 ＩＣＴ 产业产值增长了近

２０％；２０１２ 年该产业就业人数达 ６５５００ 人；企业数达 １６０００ 余家；创造了 １６３０ 亿挪威

克朗的营业额，进而成为挪威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③ 综上，挪威可再生能源产业及

ＩＣＴ 产业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与石油产业一起实现了迅猛发展，这显然是石油产业

并未拖累挪威后续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的有力例证。

其二，得益于产业布局均衡、能源产业在其中占比较小，挪威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

石油价格波动对其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④ 首先，当石油价格长期处于高位时，挪威

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并未挤占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也未出现明显的“荷兰病”效应。

例如，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是石油价格显著上升期。 该时段内，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

２３７％，挪威政府的石油收入也由 ６３２８ 亿挪威克朗增至 １３９５４ 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

１２０．５％。⑤ 虽然挪威的石油产业在高油价的刺激下发展迅猛，但其他产业并未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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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ｓｂ．ｎｏ ／ 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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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ｍｌｕｉ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２５０ ／ ２３６６３１０ ／ ＣＭＥ＿ｗｐ２０１３＿０７．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ｏｒｓｋ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ｎｏ ／ ｅ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ｓ－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 ＃．



到影响。 同期，挪威制造业的产值持续增加，２００７ 年的产值与 ２００３ 年的初始值相比

增长 １０８．５％；金融和保险业的产值也增长明显，与 ２００３ 年相比增加 ８１．８％；ＩＣＴ 产业

与 ２００３ 年相比增长 ３７．０％。 由此可见，在世界油价上涨的背景下，挪威石油收入的增

加并未挤占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 另外两个油价上升期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的情形也与之相似，详见图 ５。

图 ５　 １９８４—２０２１ 年挪威非石油行业产值增速与石油价格

资料来源：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ｅｔｒｏｌ，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ｐ．ｃｏｍ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ｐｄｆ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ｓｔａｔｓ－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２２－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ｓｂ．ｎｏ ／ ｅｎ ／ ｓｔａｔｂａｎｋ ／ ｔａｂｌｅ ／ ０９１７１ ／ 。

其次，当石油价格长期处于低位时，挪威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

担石油收入减少对其经济的冲击，避免货币大幅贬值和国家债务危机。 例如，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６ 年是石油价格最明显的下降期，该时段内，世界油价累计下降 ６０．８％。 但同期

挪威中央政府的总收入仅减少 ２．５％，并未出现政府财政赤字，反而保持了超过 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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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挪威克朗的财政盈余。① 同时，油价的下跌也未导致挪威汇率的暴跌，除 ２０１２ 年挪

威克朗的汇率下跌 １．２％外，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挪威克朗汇率均有所上升。② 在政府

债务方面，挪威政府总债务在 ５ 年间上涨 ２６．８％，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由 ２８．９％增至

３８. １％。③ 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政府债务的增长是在可控范围之内，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间，其政府债务水平仍低于丹麦、瑞典和芬兰。 由此可见，油价下跌并未对挪威整体经

济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最后，挪威能够较好地应对油价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 例如，２００８ 年石油价格经

历了非常明显的波动。 国际原油价格在当年第一季度末期和第二季度迅速上涨，最高

单日成交价格达 １４７．５ 美元 ／桶。 此后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在同年 １２ 月已跌至 ３６．２ 美

元 ／桶。 即便面临如此剧烈的波动，挪威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个季度的 ＧＤＰ 一直保持持续增

长的态势，由 ６２００ 亿挪威克朗增至 ６７００ 亿挪威克朗。④ 更难能可贵的是，挪威在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各月的通货膨胀率均低于 １．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挪威

在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仅为 ３．８％，低于国际公认的 ５％的警戒线，这反映了该国没有发

生恶性通货膨胀。⑤ 总体来看，由于挪威产业布局均衡、石油产业并非畸形发展，这使

得挪威能够很好地应对石油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有效保障其经济的平稳运行。

总之，在石油产业蓬勃发展的加持下，挪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增长。 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时，挪威人均 ＧＤＰ 在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中排名第三。⑥ 得益于石油开发和

出口创造的巨大财富，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挪威的人均 ＧＤＰ 相继超越瑞典和丹麦，

一跃成为斯堪的纳维亚最富裕的国家。⑦ 就人均 ＧＤＰ 排名而言，自 １９８８ 年以来，挪

威人均 ＧＤＰ 始终稳居世界前 ５ 位，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 ２ 位，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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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卢森堡。① 统计显示，在与同为石油出口国且初始人均 ＧＤＰ 水平更高的科威特、卡

塔尔和阿联酋的对比中，挪威的人均 ＧＤＰ 在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基本保持稳健的正

增长，而上述三国则经历了约 ２０ 年的负增长，详见图 ６。 不难发现，挪威依托石油大

规模开发和出口实现了长期、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显然隔绝了“能源诅咒”。

图 ６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挪威及其他主要石油出口国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 （单位：％）

资料来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２０２１ ／ Ａｐｒｉｌ ／ 。

注：以各国 １９８０ 年 ＧＤＰ 水平为基期，统一初始设置为 １００。

六　 结论

挪威能够有效隔绝“能源诅咒”的根本原因在于较早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挪威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这使得政府并未大规模推动和干预石

油产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当的石油产业联盟，并在石油领域

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 因此，挪威石油产业从未缴纳超额的税收和外汇、直接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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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供过度的补贴、影响挪威选举并与政治家进行利益交换。 可以说，挪威隔绝了

普遍存在于其他能源出口国的“能源诅咒”病理渠道，由此实现了国内产业的协调发

展并形成多元均衡的产业布局。 这使其一方面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另一

方面有效缓解了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并最终实现了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

通过对挪威隔绝“能源诅咒”机制的讨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能源诅咒”本质上

是一种“现代化诅咒”的残酷现实。 其他能源出口国的政策制定者若要借鉴挪威的经

验缓解本国“能源诅咒”的病症，就必须改变能源产业畸大的状态、大力推动非能源产

业的发展。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宏观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产业政策降低能源

产业联盟的规模和影响力、循序渐进地在能源领域建立私人产权制度，以此隔绝诱发

“能源诅咒”的病理渠道。 遗憾的是，其他能源出口国或许只能部分减缓“能源诅咒”

的烈度而无法像挪威一样彻底隔绝这一病理现象。 究其根源，“能源诅咒”很可能是

一种“现代化诅咒”。 对于经济现代化始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而言，陷入“能源诅咒”

或许并非其能源开发与出口的“诅咒”，而是其开启经济现代化较晚的历史遗产。

（作者简介：宋亦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吴泽平，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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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ｉｃ ｒｏｌ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ｏｆ ａ “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ｓｍａｃ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ａ ｔｏｎ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ｏ ｓａｆｅ⁃
ｇｕａ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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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 ｏｔｈｅｒｓ”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ｔ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１０９ Ｎｏｒｗａｙ’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ｕｒｓｅ”
ＳＯＮＧ Ｙｉｍｉｎｇ　 ＷＵ Ｚｅｐｉｎｇ
Ｎｏｒｗａｙ ｈａｓ ｏｕｔｐａｃｅ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ｎ⁃
ｅｒ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ｌ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
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ｒｗａｙ ｈａ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ｔｈｅ “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ｕｒｓｅ” ．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Ｎｏｒｗａｙ ｉ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ｏ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ｉｍｅ．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ｉ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ｏｉ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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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ｈａｓ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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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ｔ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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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
王正毅 主编
2023 年 3 月出版

本书从问题导向出发，对与全球化相关的 24 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入

反思。这些问题既有对全球化的理论思考（全球化对既有的国际关系大

理论有何影响，英国学派如何理解全球化等）；也有对全球化的历史反

思（全球化起源于何时，经济不平衡是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

等）；还有对主要地区和国家应对全球化的经验比较（欧洲和东南亚应

对全球化有何不同，全球化是否帮助非洲和拉丁美洲摆脱了“融入式边

缘化”和“依附性发展”的困境等）；最后是对中国方案的提炼（全球

化如何影响中国的世界观念，以及“一带一路”和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何

重塑全球化）。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
罗林 主编
2023 年 1 月出版

为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构建我国区域国别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探索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服

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由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

主任罗林教授牵头，收集和整理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文

章，分为区域国别学历史使命、学科建设、理论创新、人才培养和研

究范式五个栏目结集出版。本书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设置、加强区域

国别学理论与方法、丰富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供给具有重要启示，对区

域国别学学科的发展具有引领和促进作用。

加利西亚：哈布斯堡政治文化中的历史与想象
[ 美 ] 拉里·沃尔夫 (Larry Wolff) 著
郑心鹤 译
2023 年 1 月出版

加利西亚是 1772 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产物，它被纳入哈布斯堡王

朝的领土，成为一个被创造出来的省份。一个半世纪以来，哈布斯堡

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的官方存在，使得针对加利西亚的观念逐渐对生活

在其中的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以及哈布斯堡政府的统治产生

了重要影响。沃尔夫挖掘了不同作家的作品，通过他们的经历、回忆、

爱憎，来努力还原加利西亚的真实面貌，写出了一部针对该区域的思

想文化史，也为这个复杂的多民族多宗教空间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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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ａ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
ｃ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Ｕ ｈ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５０　 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Ａｓ ａ Ｌｅｓｓｏｎ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ｆ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
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Ｅ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ｈｏ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ａ－ｌａｒ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 ｓｕｐｅｒ－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ｅｔ
ｕｐ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ｏｓｔｓ， ｂｒ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ｅｔ ｄｏｗ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ｌａｙｓ ｅｑｕ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７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ｏｌｅ： Ｆｒｏｍ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ＨＵＡＮＧ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ｉ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 Ｚｅｉｔｅｎｗｅｎｄ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Ｚｅｉｔｅｎｗｅｎｄ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ｇｉｖｅ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ｈｏ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ｔｉｃ ｒｏｌ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ｏｆ ａ “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ｓｍａｃ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ａ ｔｏｎ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ｏ ｓａｆｅ⁃
ｇｕａ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ｕ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 ｏｔｈｅｒｓ”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ｔ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１０９ Ｎｏｒｗａｙ’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ｕｒｓｅ”
ＳＯＮＧ Ｙｉｍｉｎｇ　 ＷＵ Ｚｅｐｉｎｇ
Ｎｏｒｗａｙ ｈａｓ ｏｕｔｐａｃｅ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ｎ⁃
ｅｒ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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